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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场化的人口流动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蔡昉  王德文 

 
一 引言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业份额的下降引起产业结构变化 因此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转移 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 城乡收入差距成为迁移的基本动力 虽然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

在的二元结构 经济学家也分别探讨了诸如农业中报酬决定的制度性问题 Lewis 1954 城
市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分野以及正规部门工资决定的制度性问题 Harris et al. 1970; Fields 
1974 但以往的迁移理论主要是把人口迁移过程看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结构变化现象
而经济学家由于没有机会观察一个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人口迁移现象 因而未能从制度变革的角

度构造迁移的理论解释框架  
改革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固然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作用的结果 但这个

过程的发生具有更多的制度性背景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而形成的 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 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

导资源配置 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 由此

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 既无必要 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

因此 随着 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 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
置 按照地域 产业 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 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

现象 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 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 城市

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 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 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 有效地阻碍了

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 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制度安排 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 人口的城乡流动和自由迁移是不受限制的 1949 1957年期间 市镇人口增加的总量中
70% 80%是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构成的 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形相类似 然而 为了保
证农村中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农产品 同时也为了把城市里享受低价格农产品的人数限至最

少 需要设立一些制度约束城乡人口及劳动力的流动 195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确定在全国实行户籍管理体制 从此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 阻

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  
这种户籍管理与其它国家实行的居住地登记制度不同 其目的是把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劳动

力配置固定 根据户籍管理规定 一个人出生后 依据其母亲的户籍所在地进行户籍登记 在

他或她的一生中 除非政府认为有恰当的理由 或按照计划经济的统一安排 经公安部门批准

才可以改变户籍登记地 从 50年代末到改革开始 户籍制度一直严格执行 人口迁移 特别
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 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具体而言 人口的区域迁移是由公安部门控制的 计划安排之外的农村向城市迁移几乎不

可能 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则由劳动 人事部门计划调配 自发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存在 在此期

间 迁移意味着户籍所在地的改变 根据一项调查 在 1949 1986年期间的迁移人口中 50
年代迁入城镇的仅占 20.7% 60年代占 17.0% 70年代占 32.9% 1980 1986年期间占 29.4%
在所有这些迁移人口中 只有 45.23%为农村到城镇的迁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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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底开始的家庭承包制改革 使农户成为了他们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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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 Meng 2000 pp. 26-28
与此同时 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 诱导农民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 在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被

释放出来后 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 Cook 1999 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
市场的发育 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 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 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

导 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 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
即所谓的 离土不离乡 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 以及私人企业的越

来越强劲的竞争 便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

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 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  
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 80 年代以来 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
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 1983 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
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 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 1984 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
力流动的控制 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 而到 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 允许
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到 90年代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 适
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 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例如 许多各种规

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 蓝印户口 制度 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的接受 这也

是一种进步 此外 1998 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放了进入城市的绿灯 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
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 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 老人可以随子女

而获得城市户口 等等 虽然在执行中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 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

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 80 年代后期开始逐步
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 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 以及住房分配制度

医疗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的改革 都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且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劳动力流动具有最重要的推动作用 相比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 户籍制

度的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 首先 由于户籍制度

的存在 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得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 因此 他们

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 其次 所有在就业政策 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

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 都根源于户籍制度 所有的待遇区别都是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被

识别 所有的歧视性政策都是依据不同的户口登记地而针对不同人群实施的 而这种排他性政

策的继续实施 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第三 虽然城

市偏向政策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或正在进行改革 但只要户籍制度存在 就存在着政策周而复始

的可能性 如在 90年代中期以后 已经有所松动的城市就业政策 就再次复归到城市偏向的
轨道上 加大了对外地劳动力的排斥  
可见 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

动 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 并且以

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 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 劳动力资

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 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 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

的特点 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  
 
二 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影响人口和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如到寻求工作机会 离家上学 投亲靠友以

及婚迁等 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地理区位条件差异等也是做出迁移决策的变量 为了分析方便

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因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于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经济条件或地理区位条件差异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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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人口和劳动力迁移 另一类是由于个人或家庭具有不同的特征 从而对地区的经济条件或

区位条件差表现不同的反应 理性迁移者的迁移决策通常要满足下列条件 Graves et al. 

1981 1 根据迁入地的就业机会和地理区位条件进行选择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 2 迁

移者利用可以获得的信息对不同的迁移地点进行排序 3 迁移者对不同迁入地的排序上具有

传递性 如果 A地优于 B地 而 B地又优于 C地 则 A地优于 C地 对于潜在的迁移者来讲

他们在住居地和迁入地之间进行效用比较 在计算了迁移收益和成本之后 如果从迁入地获得

的效用大于留在原住地的效用 迁移就会发生 反之 迁移就不会发生 这可以由下列公式表

示  

),,(),,( 000 ahyUahcyU iiiii −−=∆ >0  

其中 i∆ 表示通过迁移获得的净效用 y表示预期收入 h表示工作时间 c表示迁移成本

a表示地理区位条件 下标 0代表原住地 i代表迁入地 当迁移者发生迁移时 迁入地效用

与迁出地的效用之差必然大于零  

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可以不考虑地理区位条件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则上述潜在迁移者长期

迁移决策的个人效用函数可以写为下列形式  

[ ] dtthtethyU rt
T

−∫= exp)(),()(),(
0

00000 φ  

或者 U  [ ] dtthctethy rt
T

iiiiii
−∫ −= exp)(,)()(),(

0

φ

其中 表示就业的概率φ e为就业收入 T 代表时间 rt−exp 代表贴现率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 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 发展

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

城市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 刘易斯 Lewis 1954 认为 发展

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 农业中劳动力

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 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

响 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 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

工资水平开始下降 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流动才会停止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 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

碍 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 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

驱动力量 在托达罗 Todaro 1969;Harris et al. 1970 两部门模型分析中 农村人口和劳

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 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

时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

门之分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 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 因此

城市的预期收入是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概率及其工资的加权平均值  

由于城市正规部门通常在法律上享有最低工资制度保护 它的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竞争

的 受刚性制度工资影响 该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在最低工资水平上达到最大 这样 农村劳动

力向城市流动均衡条件为 aifff wwPwP =−+ )1( 其中 为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比例fP

fw 代表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 ai ww , 分别代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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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衡条件时 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规模分别为  

βγαγ
βγ
−+

−
=

)(
*

F
E   

βγαγ
βγ
−+

−
−=−=

)(
11 **

F
ET  

其中 分别代表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规模
** ,TE βγ , 分别代表现正式部门

的就业创造率和城市劳动力自然增长率 α代表城乡收入差距 函数 的一阶导数大于零)(αF

二阶导数小于零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 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 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

力转入正规部门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 城市非正

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 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 从而减少城市

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 但是 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

力流入所抵消 因此 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托达罗 1969

认为 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设施投资将有助于降低城市就业创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费尔茨 Fields 1974 认为 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

作的概率问题 由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大多是自谋职业 兼业现象比较普遍 工作时间不固定

迁移者就有时间通过朋友和亲戚等社会网络来寻找正规部门的工作 假定寻找工作的相对概率

为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工作的概率与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该工作的概率之

比

q
则有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 实现城市正规部门 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三个部门均衡的

条件如下  

ffifffa PwwqPqPww =−+= )1(  

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 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

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 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 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

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 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 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

观点 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指出 非正

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

的估计 如果假定上述公式中的相对概率为 1 也就意味着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在

获得正式部门的就业机会上相同 那么 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均衡条件如同托达罗的

公式 但是 城市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的均衡条件在假定非正式部门的工资率为零或者

正规部门的就业比例为 1时才能成立 如果正规部门的就业比例为 1 这就意味着不存在着非

正规部门或者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均为失业人员 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现实不符

费尔茨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特征 非正式部门大量

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条件下 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在城乡流动的重要因素之

一 城市失业率对迁移者的迁移决策有直接影响 劳动力市场变化导致工资和就业机会调整

从而影响净迁入的数量 高失业率降低迁移者的就业概率 减少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 从而降

低迁移发生率 托普尔 Topel 1986 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 从 1970 年到 1980

年 美国东部 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 23% 同时西部和西南
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 同期 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 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

部和西南部地区 东部 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是改革以来发生的现象 其过程与包括劳动力市场之内的市场发育过程

以及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的清除相伴随的 因此 在分析中国转轨时期的人口

迁移现象时 需要与市场发育的制度变革相结合 例如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

在以往的任何迁移理论中都没有得到反映的 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于其他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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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一些特点  

首先 不仅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 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

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 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资

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 因此 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 80年代以
前经济增长模式下 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 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

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 因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

失 经济改革以来 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 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 较好地

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的改善 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Cai et al. 2002 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
间不平衡 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 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

跃 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 潜在的迁移者没有获得城市永久居住权的预期 因此 农村

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不是永久性的决策 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

达地区流动 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 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 呈现出 钟

摆式 的流动模式 频繁流动所带来的迁移成本较大 使得迁移半径受到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

迁移距离越长 多次往返累计的交通成本就越高 与迁入地的社会网络越弱 获得当地非正规

部门就业信息较少 从迁移决策中获得的收益少 迁移发生率就小 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不

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 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 从省内向省外的

渐进过程 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 蔡昉

Cai 1999 研究发现 75.8%的省内迁移者 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
城里或者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 老乡 朋友获得的 因此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

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 形成一种分阶段的迁移  

第三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 迁移劳动力将根据自己获取的迁入地相关信息进行判断并做出

迁移决策 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正规部门的联系 流入城市非正规部门

的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正规部门工作的概率非常低 这样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主要在农村

部门收入和城市非正规部门预期收入之间的比较中进行 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而言 城市的正

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分割的 户籍制度和城市就业保护政策严格地阻碍他们在正规部门或正

规岗位稳定就业 既然迁移劳动者和本地劳动者是在城市分层的劳动力市场上分别寻找就业机

会 城市正规部门的失业率只影响城市本地劳动者的寻职形成 而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影

响微弱 1995 年到 2001年 城市累计有 4700 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 城市登记失业率从同期

的 2.9%上升到 3.6% 而实际失业率则在 8%以上 在城市失业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城市政
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策措施 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和经

济发达地区的流动 这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化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分 迁移劳动力的决策

较少受到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率信号影响  

 
三 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1990年以来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
同时 要素市场发育以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 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东

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 而且市场发育迅速 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等要素

跨地区间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 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

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Cai et al. 2002 利用第四
次 第五次人口普查 1987年和 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表 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
况的长期变化 在 1987年到 2000年期间 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 地区内部迁移 其中
主要是省内迁移 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 但是 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则

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 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 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

而中西部正好如此相反 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 中部向西部 西部向中部的

迁移比例也在下降 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比例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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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部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 %  
出发地 

目的地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平均 

东部     

1987 91.0 13.6 9.7 40.5 

1990 87.0 18.6 18.1 43.2 

1995 92.6 30.5 22.7 54.1 

2000 95.4 32.0 22.5 54.5 

中部     

1987 5.6 82.7 4.7 30.3 

1990 8.4 75.8 7.5 29.9 

1995 4.1 62.9 4.9 21.6 

2000 2.5 65.1 2.6 22.7 

西部     

1987 3.4 3.7 85.6 29.2 

1990 4.6 5.5 74.4 26.9 

1995 3.3 6.6 72.4 24.3 

2000 2.0 3.3 74.9 22.8 

注 1987年和 1990年迁移人口指迁入 1年以上者 1995年和 2000年迁移人口则指迁入半年以上者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1987年 1%人口抽样资料  (1988) 1995年 1%人口抽样资料  (1997)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  (1993)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2002) 中国统计出版社 北京  
 
根据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10%资料显示 全部迁移人口数量为 1246 万 其中 省
内迁移的比重始终很高 为 73.4% 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 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
目的地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 表 2 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 2000 年
东部地区跨省迁移近 65%集中在东部其它各省 市 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 84%集中在东部
地区 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 68%集中在东部地区 从时间趋势上看 1987年到 2000年 东
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 15% 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 24%
后者比前者高出 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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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跨省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 %  
出发地 

目的地 东部 中部 西部 平均 

东部     

1987 49.7 61.7 44.2 52.0 

1990 56.0 59.0 49.3 54.6 

1995 63.5 71.8 56.5 63.1 

2000 64.4 84.3 68.3 75.0 

中部     

1987 31.3 21.8 21.2 24.6 

1990 28.4 23.5 20.4 24.0 

1995 20.5 12.7 13.4 18.8 

2000 19.7 7.1 7.9 9.8 

西部     

1987 18.9 16.6 34.6 23.3 

1990 15.6 17.5 30.3 21.4 

1995 16.1 15.5 30.2 18.1 

2000 15.9 8.6 23.9 15.3 

资料来源 同表 1  

 
从流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 迁移可以被划分为 城市到城市的迁移 城市到农村的迁

移 农村到农村的迁移 和 农村到城市的迁移 这样四种主要类型 从这种类型划分来观

察地区间迁移的流向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转轨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特点 从全国来看 城市到

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是目前迁移的主要形式 2000 年 两者合计占总迁移人口的
77.9% 而且农村到城市迁移的比重 40.7% 大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 37.2% 农村到农村
的迁移比重较低 仅占全部迁移的 18.2% 而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比例最低 不到总迁移人口的
1/25 从时间趋势看 城市到城市的迁移所占比重 在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都呈现上升
趋势 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比重略呈下降趋势  
 

四 迁移的决定因素 计量分析 
 

在迁移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中 卢瑞 Lowry 1966 将引力迁移模型和就业为目的的迁

移模型合二为一 迁移数量不仅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和迁移距离有关 而且取决于两个地

区之间的工资和失业率的比较 如果某地的工资率低于其他地区 那么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 该地将发生人口迁出 同样 如果某地的失业率高于其他地区 那么 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 该地将发生人口迁出 卢瑞 Lowry 1966 给出的理论模型如下  












= α

ij

ji

i

j

j

i
ij d

pp
w
w

u
ugM  

公式中 M 代表迁移人口数量 u代表失业率 w代表工资率 p代表人口数量 d 代

表迁移距离 ji, 分别代表迁入地和迁出地  

根据上述模型 我们建立如下实证模型用来估计参数 )7,...,1,0( =kkβ 下列回归方程中ε

 8 



为误差项  

εββββββββ ++++++++= ijjijijiij dppuuwwM 76543210  

从理论角度看 我们预期 1 工资率对迁移数量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 其中 迁入地为

正向效应 而迁出地为负向效应 2 失业率对迁移数量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 其中 迁入

地为负向效应 而迁出地为正向效应 根据本文第三部分分析 由于城市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

割 我们进一步预期城市本地劳动力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效应不显著 而城市外

来劳动力的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有着决定作用 3 用迁移距离表示的迁移成本和

社会网络的弱化对迁移数量有负向作用 4 迁移数量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数量存在正相

关关系  
 迁移数量 劳动力 失业率等数据来自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0%和 1%样本资
料 工资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迁移距离为省会之间铁路公里数 在
数据处理上 正式出版的第五次人口普查 10%样本资料给出了跨省所有迁移人口数量 但没
有跨省乡城迁移劳动力和分城市本地劳动力 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失业率数据 我们利用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 1%样本资料 分别计算了跨省乡城迁移劳动力数量 城市的本地劳动力和外
来劳动力的失业率 劳动力的劳动年龄为 15 64周岁 实际上 迁移数量是 1995年 11月 1
日到 2000年 10月 30日期间迁入人口的累计数量 我们利用各省城乡人口作为权重 对农民
人均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加权平均 作用各省的工资率代理变量  
 在回归方程的函数形式选择上 迁移数量 劳动力 工资率等均为对数形式 失业率没有
取对数 我们采用对数线性函数方程是处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迁移数量在省际之间存在巨大

差异 10 样本资料中的所有迁移人口数量分布范围在 1到 248822之间 1 样本资料中的跨
省乡城迁移劳动力数量分布范围在 0到 1568之间 采取对数线性函数方程有利于减少异方差
对估计效率的影响 我们对线性回归方程的结果采用异方差方法 Breusch-Pagan / 

Cook-Weisberg 检验发现 卡方值 2χ 非常大 说明存在显著异方差 对数线性回归方程

的异方差检验后发现 采用 10 样本资料的回归方程不存在异方差 采用 1 样本资料的卡方
值刚好达到显著水平 对原方程采用 Robust 方法估计就可以对异方差进行纠正 二是利用麦
金农 Mackinnon et al 1982 等人推荐的方法 我们对回归方程函数形式选择进行了检验
检验结果支持采用对数线性回归方程的形式 三是从方程的拟合结果看 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

优度 R2 不到 15% 而对数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基本都在 50%以上  
 表 3 报告了回归方程结果 方程 1 2 是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 10%样本资料中的跨
省所有迁移人口得到的回归结果 方程 3 4 是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样本资料
的所有 15-64岁人口跨省乡城迁移劳动力得到的回归结果 为了将一些跨省乡城迁移劳动力数
量为 0信息纳入回归方程 在取对数处理时赋其值为 1 这样 取对数后仍为 0 由于海南
重庆 西藏与其它省会之间距离未能得到 在回归中剔除了这三个地区 实际用于回归的样本

数量为 75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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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迁移决定因素回归结果 
 跨省所有迁移人口 跨省乡-城迁移劳动力 

 (1) (2) (3) (4) 

迁入地劳动力 0.613 0.637 0.275 0.283 

 (11.73)** (13.07)** (5.34)** (5.98)** 

迁入地劳动力 0.876 0.865 0.779 0.795 

 (18.42)** (18.80)** (16.54)** (17.39)** 

迁移距离 -1.079 -1.079 -0.828 -0.828 

 (18.47)** (18.87)** (12.58)** (12.76)** 

迁入地工资 1.554 1.506 1.251 1.216 

 (17.81)** (17.41)** (11.10)** (11.09)** 

迁出地工资 -0.342 -0.332 -0.513 -0.536 

 (4.29)** (4.19)** (5.75)** (6.20)** 

迁入地城市失业率 -0.035  -0.021  

 (3.08)**  (1.63)  

迁出地城市失业率 0.009  -0.017  

 (0.86)  (1.43)  

迁入地迁移者失业率  -0.048  -0.048 

  (3.80)**  (3.47)** 

迁出地迁移者失业率  0.004  -0.016 

  (0.36)  (1.28) 

截距项 -16.380 -16.232 -8.862 -8.590 

 (8.58)** (8.66)** (5.71)** (5.68)** 

观察值 756 756 756 756 

R2 0.66 0.66 0.49 0.50 

注 回归方程 3 和 4 的括号内为 Robust t值 *代表 5%显著性水平 **代表 1%显著性水平  

 
从回归结果看 大多数解释变量如劳动力 迁移距离 工资率等的回归系数 t值都达到了

1%的显著性水平 并且作用方向上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结果也完全一致 但是 失业率的回归
系数 t 值在不同回归方程中的显著性并不稳定 在回归方程 1 中 迁入地城市失业率对迁
移数量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迁出地城市失业率对迁移数量虽然在方向上与理论预期一致 但 t
值不显著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状况下 迁移数量与迁入地城市失业率的负向作用关系

可能更多表现为迁移数量与迁移者的预期失业率存在负向作用 正如回归方程 2 的结果显
示 迁入地迁移者的失业率对迁移数量有负面作用 然而 由于跨省流动人口包含从农村到农

村 从农村到城市 从城市到城市 从城市到农村四种类型 回归方程 1 和 2 对城市劳
动力市场的分割性 以及迁移者预期失业率的作用并没有提供直接的检验  
我们可以利用 1%抽样资料中的跨省乡城迁移劳动力数量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在回
归方程 3 中 无论是迁入地还是迁出地的城市本地劳动力失业率均对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
动力数量不存在显著影响 在回归方程 4 中 迁入地迁移者的失业率回归系数 t值达到 1%
的显著性水平 直接说明迁移者的预期失业率对迁移决策有重要作用 迁入地迁移者的失业率

每提高 1% 从农村到城市跨省迁入数量将降低 0.048%  
在表 3的所有回归方程中 无论是迁出地的城市劳动力失业率还是外来迁移者的失业率对

迁移数量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 钟摆式 迁移方式有

关 农村劳动力反复发生的迁移中 通过社会网络如亲戚朋友关系选择了迁入地点之后 迁入

地的工作机会就成为他们是否留在迁入城市的重要决策变量 这时 本省城市的失业情况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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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决策就显得微不足道  
 
五 结论 
 
80 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 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

向工业经济转变的一般特征 还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性 首先 经济发展水

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决定了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不仅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

移 而且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迁移 既然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生产要

素市场发育从而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1
加快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建设 特

别是清除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各种制度性障碍 可以引导和规范人口迁移 使其不仅具有微

观理性 而且以更加理性的宏观后果 其次 由于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阻碍劳动力市

场整合的制度安排的存在 不仅城乡劳动力市场仍然被分割 而且城市劳动力市场也被分割为

二元的 形成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 虽然目前迁移决策不受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上失业

率的影响 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克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设置的迁移障碍 但毕竟反映出城市劳动

力市场上的保护性质 这会妨碍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 因此 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城市

劳动力市场发育应该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1 约翰森 Johnson  1999 认为 在今后 30年 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 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

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 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经济增长率贡献 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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